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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环境规制与长江经济带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黄磊 吴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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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 2011—2017年长江经济带 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分析外

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进一步采用面板门槛模型考察在环境规制约束

条件下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研究发现：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阶段性“倒 U型”直接影响,

外资绿色技术竞争优势并不突出；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表现为交替的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和

“标尺竞争”外溢效应；强化环境规制约束有利于提升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

进一步增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能力,应加大对外商投资的环境监管力度,提升绿色外资政绩考核权重,构建外

资环境风险联防联控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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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是我国消化吸收利用外资的主战场。外资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快速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显著，部分省份经济增长的动机较强，可能会主动降低外资准入环境门槛。完善外商投资政策，绿色高质量引

进利用外资，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议题。绿色发展效率是区域绿色生产能力的集中反映。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

展效率会产生何种影响？是促进还是抑制？在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是否存在异质性影

响？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加快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一、相关文献综述 

学术界关于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大都以环境规制为切入口，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外商投资对东道国

存在“污染天堂”效应。在经济发展和稳定就业的压力下，东道国地区间存在环境“逐底竞争”倾向，各地区竞相降低环境准

入门槛，客观上为国外淘汰落后的产业找到了新的发展空间，使其得以规避母国高强度的环境政策约束，以致污染型外资企业

在东道国大量集聚以延续生命周期，严重削弱了东道国的绿色生产能力[1]。二是认为外商投资对东道国具有“污染光环”效应。

跨国投资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它们采用全球统一的环保生产标准，引领东道国环境生产要求，协同带动整体环境门槛

提升，促进企业增强产品绿色含量，降低污染排放量，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管理模式和生活方式，从而促进东道国环境质

量提升[2]。三是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环境影响具有不确定性[3]。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效应与跨国企业自身环境属性、东道

国居民绿色环保意识和产业基础密切相关。绿色高技术新兴产业的跨国转移可以形成良好的技术外溢效应。东道国产业基础良

好有助于其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生产技术[4]，当然也可能由于外商投资在当地份额整体较小，尚不足以影响承接地绿色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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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效率是区域绿色生产能力的集中反映。外商投资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一般涉及环境规制。学术界认为，环

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存在异质性。市场型和社会调节型环境规制工具更有利于激发企业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的

内生性，而政府命令控制型规制政策则会削弱企业生产效率
[5]
。经济较发达地区适应环境规制的能力较强，可迅速将绿色生产技

术应用转换为绿色生产力，而欠发达地区则被迫缩减生产计划以适应环保标准[6]。企业对环境规制约束存在一定的调整周期，早

期会出现较大的生产波动，而随后则逐渐适应新的环境规则，整体呈现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区域或产业绿色生产能力的影

响不尽相同，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实证检验。 

学术界关于外商投资与环境规制的关系以及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效应的探讨已较为充分，而将环境规制作为约束

条件来探讨外商投资对区域或产业绿色生产能力的研究尚不多见。关于在环境约束下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主要

集中于探讨环境规制、外商投资交互项对绿色发展效率的交互效应
[7]
或调节效应

[8]
，侧重分析二者的交互作用与相互关系对区域

或产业绿色生产能力的综合影响，环境规制调节效应一般呈现较强的地区和行业异质性[9]。该种处理方式未能明确环境规制的外

在约束条件，对在环境规制外在约束下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估计准确性有待提升[10]。 

学术界关于外商投资、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关系已形成一批研究成果，但仍可从以下方面加以丰富完善：一是

关于外商投资对区域绿色发展能力的直接影响关注较少，更多聚焦于外商投资与环境规制的互动关系；二是关于外商投资对区

域绿色发展影响的理论机理缺乏足够的探讨，大都直接基于模型分析二者关系；三是忽视外商投资的环境空间效应，随着区域

间联系日益密切，不考虑空间关联性将不能准确识别外商投资的环境效应。鉴于此，本文在厘清外商投资影响区域绿色发展效

率的作用机理的基础上，分析外商投资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探究环境规制约束下外商

投资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二、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机理 

外资在激发市场活力、拉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外资进入有利于获取新的技术生产力，环境规制可对企业生

产行为产生约束效应。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可归纳为三种效应。 

一是技术溢出效应。为保证充分的盈利能力并适应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标准要求，外商投资企业进入东道国区域的生产技术

一般高于当地企业，这样可维持一定的产品质量优势并规避环保惩罚性约束。就市场竞争角度而言，外资企业与本地区同行业

企业的竞争以及人才、信息、产品间的流动，可将外资企业相对较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模式扩散至区域内各企业，使区域

生产能力整体水平得到较大幅度提升[11]。从产业链上下游角度来看，产业链上游内资企业须改进生产技术以适应外资企业高标

准产品采购需求，而下游内资企业则可接受外资清洁绿色管理理念和生产技术服务，从而推动全产业链绿色技术升级。就空间

关联角度而言，随着区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体系的建立完善，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基

础设施建设快速推进，外资企业与周边内资企业的业务往来更加便捷，地区间外资与内资企业要素流动的空间交互作用更为凸

显。长江经济带是国家重要战略支撑带，外商投资对其经济贡献较大，内资企业获取了较大的技术外溢红利，技术传播效应可

能更为强烈。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1：外商投资具有技术外溢作用，可促进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 

二是污染扩散效应。进入东道国的外资企业尽管在生产技术上可能较当地企业存在一定优势，但外资企业更多进入的是劳

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行业绿色度属性较低。出于技术垄断的考虑，外资企业不会将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转移至东道国，

“市场换技术”对于东道国技术升级的促进作用并不持久。随着技术红利的逐渐消散，进入传统产业价值链低端的外资企业与

内资企业技术趋同，会造成低端技术锁定，出现“比较优势陷阱”，逐渐对东道国产业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产生阻碍作用。

在财政分权和 GDP 导向考核下，地方政府倾向于放宽外资准入门槛，偏向外资企业规模数量而非绿色含量。随着外资企业带来

的环境问题凸显和居民环保意识的增强，区域环境规制强度会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可能向其他地区迁移，造成污染产能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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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地区发展不平衡性突出，外资企业可能会利用市场分割拓展市场空间并扩散低端产能[12]。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外商投资会造成污染产能向外扩散，阻碍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 

三是政策引导效应。地方政府的环境政策是外资企业进行市场决策的重要依据。外商投资对东道国绿色生产能力的影响究

竟是“污染天堂”论还是“污染光环”论居于主导地位，与地方政府执行的环境政策标准存在紧密联系[13]。适宜的环境政策可

起到有效的环境准入门槛识别机制作用，将高污染型企业排除出本地市场，吸引出口导向型高质量外资企业进入，引导企业为

达到环境监管要求而强化绿色技术研发，带动区域绿色生产能力提升。若地方政府降低环境监管力度，放宽企业环境准入门槛，

外资规模可能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但外资流入是以降低环保标准为代价换来的，进入企业不具备在环境技术方面的持久比较

优势，缺乏绿色技术创新主动性，容易造成低端产能无序扩张。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内部地区环境政策执行

力度不一，使得外商投资在不同的环境政策导向下对地区绿色生产能力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性。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3：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在弱环境规制阶段以“污染天堂”效应为主；而在强规制阶段，则以“污染光环”效应

为主。 

上述理论分析表明：由于存在技术外溢效应和污染扩散效应，且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发展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

大差异，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可能呈现单一线性关系或“U型”“倒 U型”复合关系，具体需根据地

区异质性分析来确定。由于环境规制的介入，外商投资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可能具有强化提升作用，对外资企业环境信

用起到识别效果，当然这种加速促进作用是基于外资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足以应对环境规制引致的生产成本加成的。考虑地区

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亦需在实证结果中加以具体分析。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的构建 

外商投资可以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污染扩散效应对区域绿色发展效率产生影响，可能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因此本文采用空

间计量模型作为探究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分析工具。参考 Elhorst[14]的研究成果，首先直接使用包含

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和误差项空间交互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 SDM 作为基准模型，并通过 LR 检验和 Wald 检验识别空间效应存在性

及具体类型：若不存在空间效应，则直接使用普通面板模型；若仅存在内生空间效应，则采用空间滞后模型 SAR；若仅存在误差

项空间交互效应，则采用空间误差模型 SEM；若两种空间效应同时存在，则采用空间杜宾模型 SDM。空间杜宾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W=(wij)110×110为空间权重矩阵，δ为空间自回归系数，X为控制变量向量，β为解释变量回归系数，θ为解释变量空

间滞后项回归系数，ui为地区固定效应，v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αi为常数项，i和 t分别代表城市与年份。 

（二）变量选取 



 

 4 

解释变量：绿色发展效率（GDE），采用改进 DEA模型——包含非期望产出的非导向全局超效率 EBM模型测度，详见式（2）。

其中，要素投入主要考虑劳动和资本两类生产要素，采用城市单位从业人员平均数与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之和衡量劳动

力投入，采用基于永续盘存法计算的城市固定资产资本存量衡量资本投入，折旧率参考张军等
[15]
的研究取值为 9.6%；期望产出

利用城市增加值 GDP来衡量；考虑到工业污染为主要污染源，采用工业废水排放量、城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城市工业烟（粉）

尘排放量来衡量环境非期望产出。 

 

 

式中，线性规划求解值即为第 k 个城市在第 p 年的 EBM 模型超效率值。ε=（εx，εy，εz）为包含径向效率值与非径向效

率值的关键参数，当ε=0时，即为投入导向的 CCR模型；当θ=ε=1时，即为 SBM模型。M、N、B、T分别表示投入要素、期望

产出、非期望产出种数、时期数， 分别表示对应的松弛变量与权重。在该模型中，θ与φ为

变量，θ为投入导向最终效率值，φ为产出导向最终效率值。 

核心解释变量：外商投资（FDI），采用各城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来衡量。由于代理变量是以美

元作为计量单位的，因而本文采用美元对人民币的年平均汇率折算成相应以元为计量单位的人民币。在理论分析中已知外商投

资可能存在技术溢出效应和污染扩散效应，因此这里将外商投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同时纳入模型以检验影响效应是否具有非线

性特征。 

就控制变量而言，参考学术界关于外商投资对绿色生产能力影响的前期研究成果选取控制变量的做法
[16-17]

，本文主要考虑六

大控制变量。一是技术创新（techn）。加大科技投入，推广应用科技创新成果，有利于增强区域绿色发展科技支撑能力。这里

以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经费比重作为技术创新代理变量。二是经济发展（econo）。区域经济发展程度越高，居民的环保需

求越强烈，进行产业转型的经济基础越扎实，越有利于增强区域绿色生产能力，可采用人均 GDP 作为经济发展代理变量。为降

低数据波动性，规避异方差性，这里对人均 GDP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三是产业结构（struct）。一般而言，第三产业的清洁属

性高于第一、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为主要产污部门，这里以第三产业增加值与第二产业增加值之比作为产业结构高度化的代

理变量。四是要素禀赋（factor）。资本要素较劳动力要素在现代生产技术条件下生产率更为高效，这里采用劳均资本存量作为

要素禀赋代理变量，为降低数据波动性，亦进行自然对数化处理。五是政府能力（govern）。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资源越多，越

有利于参与绿色发展公共事务，助推环保政策落地，加快绿色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地区绿色生产能力，这里采用公共财政

支出占地区 GDP 比重作为政府能力代理变量。六是城镇化（urban）。城镇化推进有利于高素质环保人才集聚，增强居民的环保

需求，并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这里采用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作为城镇化代理变量。 

（三）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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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对象为长江经济带 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因 2011年安徽省和贵州省发生了较大的地级行政单元区划调整（原地

级市巢湖市被撤销，分别并入合肥市、芜湖市和马鞍山市；原毕节地区和铜仁地区调整为地级市毕节市和铜仁市），为保证研究

单元口径一致性，本文以 2011年为研究起点，研究时限确定为 2011—2017年。基础指标数据均来自 2012—2018年《中国城市

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及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统计年鉴和 2011—2017 年江西、贵州、云南

省内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涉及市场价值的各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资本形成总额分别采用各城市

所在省市以 2011 年为基期的定基 GDP 平减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主要变量（含下文环境规制变量 envir）描述性

统计如表 1所示。 

由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发展水平差异显著，因而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从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四个维度分析外商投资对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地区间空间交互作用更多是依托于

地理因素，相邻地区更易进行资金、人才、要素、产品流通，地理型空间交互作用更为凸显。因此，本文基于 queen 地理邻接

关系构建二元空间权重矩阵，若两城市行政区域有共同边界或顶点，则权重元素取值为 1，否则为 0。考虑到空间计量模型关于

空间权重矩阵具有较强敏感性，这里以各城市政府驻地间地理距离的倒数来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四）结果分析 

Elhorst[14]提出的空间计量模型选择方式有从具体到一般、从一般到具体两种识别范式，本文为精炼分析过程选择后一种识

别范式，直接进行 SDM空间固定或空间随机的 Hausman检验以及空间滞后、空间误差 Wald检验与 LR检验。Hausman检验统计量

对应的显著性水平均低于 1%，表明时间空间双固定面板空间杜宾模型为分析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效应

的基准模型。而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均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表明内生空间交互效应和误差项空间交互效应同时存在，无

法退化成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或传统非空间模型。由于去均值固定效应模型估计存在一定偏误，本文使用 Lee & Yu
[18]

提出的偏误校正法修正，结果如表 2 所示。空间杜宾模型包含被解释变量空间滞后项，存在反馈效应，无法通过解释变量空间

滞后项系数识别空间溢出效应，参考 Lesage & Pace[19]的做法分解出外商投资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如表 3所示。 

1.对整体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影响效应呈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型关系。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符合假设 1。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存在技术梯度差，初期引进外资有利于内资企业生产技术加速革新，引

致总体生产效率提升。而直接效应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10%显著为负，符合假设 2。随着内外资企业技术趋同，技术扩散外溢红利

逐渐消失，外资企业的污染排放效应超过生产效率提升效应。与朱东波和任力
[7]
研究发现一致，进入长江经济带的外资企业更多

集中于传统中低端行业，较内资企业虽具有一定的生产技术优势，但并不具有稳定的绿色技术竞争优势，难以持久提升长江经

济带城市绿色生产能力。 

表 1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CDE FDI techn econo struct factor govern urban envir 

整体 

城市 

平均值 0.641 0.028 0.020 10.576 0.829 4.257 0.200 0.527 0.858 

标准差 0.138 0.027 0.017 0.576 0.344 0.487 0.090 0.127 0.112 

最小值 0.332 0.000 0.002 9.087 0.272 2.834 0.076 0.226 0.402 

最大值 1.035 0.186 0.163 11.950 3.407 5.647 0.675 0.896 0.995 

上游 平均值 0.611 0.012 0.009 10.236 0.782 4.326 0.258 0.446 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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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标准差 0.144 0.017 0.006 0.469 0.334 0.466 0.117 0.112 0.129 

最小值 0.332 0.000 0.002 9.087 0.272 3.135 0.112 0.226 0.431 

最大值 1.009 0.107 0.033 11.395 1.703 5.647 0.675 0.748 0.985 

中游 

地区 

平均值 0.635 0.026 0.015 10.540 0.798 4.206 0.186 0.525 0.848 

标准差 0.134 0.017 0.013 0.475 0.397 0.522 0.053 0.102 0.117 

最小值 0.387 0.001 0.002 9.454 0.400 2.834 0.093 0.341 0.402 

最大值 1.035 0.083 0.163 11.747 3.407 5.586 0.322 0.800 0.995 

下游 

地区 

平均值 0.671 0.042 0.032 10.883 0.894 4.245 0.166 0.594 0.903 

标准差 0.132 0.032 0.018 0.572 0.287 0.466 0.064 0.119 0.066 

最小值 0.395 0.004 0.005 9.323 0.313 2.922 0.076 0.313 0.507 

最大值 1.033 0.186 0.126 11.950 2.339 5.535 0.355 0.896 0.982 

 

资料来源：根据测算结果及相关统计年鉴与统计公报资料整理 

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先抑制后促进的 U型空间溢出效应。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引进外资企业初期对周边地区城市绿色生产能力提升具有阻碍作用；间接效应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10%的显

著性水平下为正，表明从长期来看外资企业对周边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发展不均衡，

追求经济增长仍是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在引进外资过程中存在环境“逐底竞争”。周边城市为发挥外资的经济带动

作用，可能会降低环境准入门槛，这使得进入企业的环境污染效应较为明显，与假设 2 相符。随着环境问题逐步凸显，政府会

加大外商投资环境监管力度，强化对存量外资企业污染治理的监管，并要求提升进入企业的生产清洁度，这使得对周边地区的

绿色警示效应逐渐显现。 

就控制变量效应而言，技术创新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不明显，创新投入强度不足以驱动绿色技术创新，存

在一定的创新要素错配。经济发展可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提供物质基础，支撑本地区城市和周边城市绿色化发

展。产业结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不大，可能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产业结构高度化程度尚不足以驱动城市绿色

发展。要素禀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促进作用，资本导向型产业结构有利于加速生产技术更新频率，并带动周

边地区城市竞相加快技术革新步伐。政府能力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促进作用有限，环境治理对周边城市具有警

示效应，会引导周边城市将财政开支向环境事业倾斜。城镇化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抑制作用，粗放型土地城镇

化仍居于主导地位，对周边地区的新型城镇化警示效应尚不明显。 

表 2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空间计量回归 

变量 整体城市 上游地区城市 中游地区城市 下游地区城市 

W*GDE 
0.026 

(0.513) 

0.073 

(0.928) 

0.135 

(1.592) 

-0.083 

(-0.951) 

FDI 0.952 1.449 2.225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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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9) (1.011) (1.539) (2.181) 

FDI
2
 

-7.473 

(-1.561) 

-24.345* 

(-1.807) 

-10.552 

(-0.634) 

-14.249*** 

(-2.723) 

techn 
-0.173 

(-0.543) 

-4.332** 

(-2.348) 

-0.135 

(-0.391) 

0.482 

(0.987) 

econo 
0.359*** 

(5.399) 

0.617*** 

(3.882) 

0.175*** 

(2.641) 

0.396*** 

(4.433) 

struct 
0.001 

(0.280) 

-0.100** 

(-1.645) 

0.000 

(-0.052) 

0.124*** 

(2.578) 

factor 
0.166*** 

(10.934) 

0.127*** 

(4.073) 

0.163*** 

(7.133) 

0.242*** 

(11.218) 

govern 
0.025 

(0.248) 

-0.001 

(-0.008) 

-0.336 

(-1.204) 

-0.514* 

(-1.841) 

urban 
-0.999*** 

(-5.039) 

-1.413** 

(-2.210) 

-0.884*** 

(-3.479) 

-0.800*** 

(-3.170) 

W*FDI 
-1.845 

(-1.407) 

-4.027 

(-1.409) 

-2.510 

(-0.943) 

3.104* 

(1.743) 

W*FDI2 
16.190* 

(1.664) 

78.121*** 

(2.978) 

-18.201 

(-0.578) 

-26.943* 

(-2.109) 

W*techn 
-0.317 

(-0.503) 

2.601 

(0.793) 

-0.183 

(-0.260) 

1.293 

(1.299) 

W*econo 
0.164 

(1.473) 

-0.358 

(-1.388) 

0.023 

(0.150) 

0.288 

(1.634) 

W*struct 
0.004 

(0.331) 

0.035 

(0.370) 

0.005 

(0.418) 

0.169* 

(1.738) 

W*factor 
-0.069** 

(-2.499) 

-0.034 

(-0.619) 

-0.081* 

(-1.843) 

-0.019 

(-0.345) 

W*govern 
0.483** 

(2.426) 

0.178 

(0.555) 

0.061 

(0.095) 

1.144** 

(2.132) 

W*urban 
0.471 

(1.030) 

-1.088 

(-0.959) 

-0.200 

(-0.365) 

0.796 

(1.110) 

R
2
 0.839 0.821 0.839 0.891 

LogL 1133.240 318.631 336.713 491.798 

σ
2
 0.004 0.005 0.003 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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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_spatial_lag 
16.956** 20.940*** 19.420** 45.871*** 

[0.031] [0.007] [0.013] [0.000] 

Wald_spatial_err 
16.776** 20.162*** 16.084** 38.786*** 

[0.033] [0.010] [0.041] [0.000] 

LR_spatial_lag 
19.689** 23.541*** 16.220** 55.758*** 

[0.012] [0.003] [0.039] [0.000] 

LR_spatial_err 
17.324** 22.798*** 16.690** 54.251*** 

[0.027] [0.004] [0.034] [0.000] 

Hausman-test 
75.482*** 91.347*** 34.049*** 51.818*** 

[0.000] [0.000] [0.008] [0.000] 

 

注：括号内为 t值，中括号内为 p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MATLAB2017a运行结果整理 

2.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外商投资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弱倒 U 型直接影响效应，促进作用不明显。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不显著为

正，而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10%显著性水平下为负，表明上游地区的外资技术外溢效应不强，外资企业对上游地区生态环境具有较

强负面影响。一方面，上游地区城市总体发展水平较低，环境管制力度相对最为宽松，外资企业容易进入采矿、石化等污染密

集型高能耗产业，造成较大的环境污染。另一方面，上游地区覆盖较多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功能重要且生态系统较为敏

感脆弱，外资企业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弱的上游地区生产所造成的环境负面影响更加明显。 

外商投资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强烈的 U型空间溢出效应。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在 10%显著性水平下为负，

而二次项回归系数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两者绝对强度均高于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水平。上游地区城市发展程度较低，

城市间外资竞争更为严重，周边城市引进外资付出的环境代价巨大，然而外资企业技术和资金基础较为扎实，将绿色技术转换

为现实生产能力较强，在环境问题凸显的严环境规制约束下，可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迅速提升城市绿色生产能力。上

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间接效应的灵活性较强，可根据外资企业的污染排放效应适时调整外资绿色生产能力。 

就控制变量效应而言，技术创新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直接阻碍作用，传统高能耗产业耗费大量的政府科技投

入并得以延续生命周期，而对周边城市绿色溢出效应有限。经济发展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直接促进作用，可为经

济绿色转型提供物质基础，但上游地区城市要素资源有限，难以带动周边城市绿色生产能力提升。产业结构高度化的环境效应

在上游地区表现较弱，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不大。要素禀赋结构资本化有利于提升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但可能影

响周边地区城市资本要素积累。政府能力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提升作用有限，无力投入过多资源至环保领域，却

间接凸显周边城市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绩效。土地城镇化在上游地区城市较为突出，引发周边地区城市建设用地恶性竞争，抑

制了城市绿色发展效率。 

3.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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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投资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单一线性直接促进作用，可以持续提升绿色生产能力。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

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而二次项回归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资企业在中游地区产生了较强的纯技术扩散效应，符合

假设 1。一方面，中游地区为国家传统制造业基地，产业基础较为扎实，在生产技术梯度差作用下，引进外资带来的技术扩散红

利在生产效率提升方面较其他地区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中游地区近年来下大力气破解重化工产业围江问题，提高了进入企业

的环境准入门槛，严防污染产业转移，直接保障了进入本地的外资企业具有强劲的绿色生产能力。 

表 3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下外商投资的空间效应 

变量 整体城市 上游地区城市 中游地区城市 下游地区城市 

直接效应 

FDI 
0.956* 

(1.649) 

1.284 

(0.940) 

2.191* 

(1.749) 

1.749** 

(2.090) 

FDI2 
-7.544* 

(-1.731) 

-21.795* 

(-1.669) 

-11.354 

(-0.709) 

-14.234*** 

(-2.618) 

techn 
-O.16O 

(-0.510) 

-4.191** 

(-2.320) 

-0.138 

(-0.398) 

0.462 

(0.930) 

econo 
O.363*** 

(5.669) 

0.612*** 

(3.747) 

0.175*** 

(2.589) 

0.395*** 

(4.503) 

struct 
O.OO1 

(O.256) 

-0.097 

(-1.548) 

0.000 

(0.009) 

0.121** 

(2.571) 

factor 
0.165*** 

(1O.979) 

0.128*** 

(3.941) 

0.161*** 

(7.113) 

0.243*** 

(11.351) 

govern 
O.O33 

(O.3)6) 

0.007 

(0.047) 

-0.324 

(-1.152) 

-0.532** 

(-1.977) 

urban 
-1.002*** 

(-5.O71) 

-1.481** 

(-2.219) 

-0.880*** 

(-3.477) 

-0.822*** 

(-3.374) 

间接效应 

FDI 
-1.849* 

(-1.718) 

-4.172* 

(-1.827) 

-2.710* 

(-1.923) 

2.749* 

(1.718) 

FDI2 
16.196* 

(1.697) 

80.704*** 

(2.970) 

-19.829 

(-0.566) 

-23.825** 

(-1.994) 

techn 
-0.281 

(-0.434) 

2.534 

(0.726) 

-0.235 

(-0.302) 

1.185* 

(1.699) 

econo 
0.173* 

(1.730) 

-0.333* 

(-1.724) 

0.049 

(0.289) 

0.240* 

(1.776) 

struct 
0.004 

(0.351) 

0.026 

(0.251) 

0.005 

(0.396) 

0.148* 

(1.743) 

factor 
-0.066** -0.024 -0.065* -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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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2) (-0.386) (-1.649) (-1.718) 

govern 
0.482** 

(2.335) 

0.181* 

(1.819) 

0.034** 

(2.047) 

1.086** 

(2.209) 

urban 
0.483 

(1.035) 

-1.294* 

(-1.741) 

-0.324* 

(-1.824) 

0.805 

(1.230) 

总效应 

FDI 
-0.894 

(-0.646) 

-2.887 

(-0.874) 

-0.519 

(-0.160) 

4.498** 

(2.466) 

FDI2 
8.652 

(0.799) 

58.909* 

(1.947) 

-31.183 

(-0.810) 

-38.059*** 

(-2.721) 

techn 
-0.441 

(-0.647) 

-1.657 

(-0.394) 

-0.373 

(-0.415) 

1.647* 

(1.932) 

econo 
0.536*** 

(4.128) 

0.279 

(0.901) 

0.224 

(1.170) 

0.636*** 

(3.120) 

struct 
O.OO5 

(0.400) 

-0.071 

(-0.565) 

0.005 

(0.372) 

0.269** 

(2.446) 

factor 
0.099*** 

(3.379) 

0.104 

(1.487) 

0.096* 

(1.824) 

0.207*** 

(3.802) 

govern 
0.515** 

(2.358) 

0.188 

(0.455) 

-0.290 

(-0.366) 

0.554 

(1.187) 

urban 
-0.518** 

(-1.986) 

-2.775* 

(-1.672) 

-1.203* 

(-1.865) 

-0.016 

(-0.022)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MATLAB2017a运行结果整理 

外商投资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持续抑制效应，不利于周边城市绿色生产能力提升。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

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且二次项回归系数不显著地为负，引进外资对中游地区城市周边地区绿色生产能力抑制效应持续性

较强，与直接效应方向完全相反。中游地区城市间差异较大，面临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外资属于相对稀缺的拉动经

济的增长要素，可带来政府税收和居民就业增加，因而可能诱发周边城市产生外资竞争效应，主动降低环境准入标准，使得外

资企业降低治理力度，产生大量未经处理的环境排放物，削弱周边城市绿色发展内生性。 

就控制变量效应而言，技术创新未能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产生显著影响，科技研发投入强度不足，存在创新资源

错配。经济发展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可为绿色发展提供物质基础，但对周边城市带动

作用微弱。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基本未产生影响，中游地区二三产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要素禀赋结

构资本化有利于促进生产技术更新，提升绿色发展效率，但对周边城市存在资本虹吸效应。政府能力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

效率直接作用不明显，政府对环保的投入力度有待提升。中游地区城市亦存在土地城镇化倾向，周边城市竞相争夺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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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放式发展倾向较为明显。 

4.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 

外商投资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影响效应呈现典型的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

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外商投资的技术革新效应和污染扩散效应交替出现。

下游地区总体发展水平最高，对外资的技术门槛较高，新进入外资企业具备较强的绿色生产技术优势，有力驱动了下游地区绿

色生产能力提升。但下游地区产业和科技基础扎实，内资企业可迅速实现与外资企业技术趋同，外资技术优势逐渐消散，且下

游地区覆盖苏浙沪皖四省，内部城市间发展差异显著，欠发达地区城市引进外资企业质量参差不齐，外资企业对绿色持续发展

起到了阻碍作用。 

外商投资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呈现相同的“倒 U型”特征。间接效应一次项回归系数在 10%的显著

性水平下为正，二次项回归系数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为负，与直接效应特征高度吻合，促进作用在前而抑制效应在后。下游地

区城市间交通和通信网络发达，城市间联系紧密，外商投资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直接效应可以迅速传递到其他城市，产生相

同的间接效应。部分欠发达城市为扩大外资规模，甚至存在降低环境准入标准的机会主义倾向，引进产污能力较强的外资企业，

正向技术外溢效应逐渐被低环境生产技术外资企业的污染扩散效应抵消并超越。 

就控制变量效应而言，技术创新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直接促进作用不明显，科技投入强度仍有待提升，但对周边

临近城市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经济发展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带动效应显著，下游地区城市一体化进展良好，

可带动周边城市加快绿色发展进程。产业结构高度化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提升具有较强的直接促进作用，有助于下游

地区城市现代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壮大，并带动周边城市产业结构绿色高端化。要素禀赋资本化有力地提升了下游地区

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但可能会吸收周边城市绿色发展资本要素。政府能力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阻碍作用，下游地

区财政资源仍倾向于经济领域，但对周边城市亦存在绿色警示效应。土地城镇化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抑制作用依然突

出，但并未引起周边城市恶性土地竞争。 

5.稳健性检验 

为保证上文分析结果的可靠性，还需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上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

率的影响效应，而空间计量模型对空间权重矩阵敏感性较强，若改变权重矩阵而与上文分析基本一致，则可确保上文分析具有

较好的稳健性。因此，本文借助 ArcGIS10.6平台获取政府间距离，以各城市政府驻地间地理距离反函数构建地理距离空间权重

矩阵，进行 Wald 检验和 LR 检验后，依然发现时间空间双固定面板空间杜宾模型 SDM 为最优分析工具，具体结果如表 4 所示。

可以看出，尽管系数绝对值存在一定差异，但核心解释变量外商投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回归系数符号方向和显著性水平与表 2

高度一致，后者恰是本文实证分析依据，整体可以确保本文关于外商投资在无环境规制直接介入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

效率分析具有较强的可靠性。 

四、进一步分析 

前文分析了外商投资在无环境规制约束下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然而外商投资进入面临一定的环境

准入门槛，在不同的环境规制强度下，外商投资对区域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效应可能存在异质性。特别是在长江经济带上中下

游地区环境监管和区域发展程度差异显著的情形下，这种异质性影响可能较为突出，然而现有研究中鲜有文献对该问题进行系

统的经验分析。因此，本文采用 Hansen[20]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究在不同环境约束强度下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

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构建如下门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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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nvir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本文从环境治理成效角度衡量环境规制强度，采用各城市一般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

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加权合成指数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γ为待估计的门槛值，α0为常数

项，α1—αn+1为对应门槛区间核心解释变量外商投资 FDI 的回归系数，X 是与上文相同的控制变量。1（·）为示性函数，当处

于相应的门槛变量区间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1；而不处于对应区间内时，示性函数取值为 0。门槛数向量 γ 元素具体个数需经

过门槛效应显著性检验确定，或为单一门槛，或为双重门槛，或为多重门槛。采用 Hansen[20]介绍的“自举法”（bootstrap），

经过反复抽样 300次得到门槛变量 LR检验统计量对应的 p值。检验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均只通过单

一门槛检验，由于门槛检验非本文重点，未在文中报告。环境规制的门槛回归结果如表 5所示。 

表 4基于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下外商投资的空间效应 

变量 整体城市 上游地区城市 中游地区城市 下游地区城市 

直接效应 

FDI 
0.668 

(0.984) 

0.341 

(0.233) 

3.218* 

(1.727) 

1.481* 

(1.842) 

FDI2 
-7.014 

(-1.402) 

-10.681* 

(-1.769) 

-17.148 

(-0.796) 

-14.625*** 

(-2.916) 

techn 
-0.236 

(-0.746) 

-5.208*** 

(-2.909) 

-0.266 

(-0.687) 

0.220 

(0.477) 

econo 
0.352*** 

(5.536) 

0.509*** 

(3.211) 

0.171 

(1.191) 

0.182** 

(2.064) 

struct 
0.001 

(0.176) 

-0.109* 

(-1.781) 

-0.001 

(-0.130) 

0.101** 

(2.194) 

factor 
0.162*** 

(10.609) 

0.103*** 

(3.353) 

0.149*** 

(5.649) 

0.231*** 

(10.701) 

govern 
0.047 

(0.477) 

0.105 

(0.702) 

-0.420 

(-1.284) 

-0.463* 

(-1.706) 

urban 
-0.948*** 

(-4.916) 

-1.633** 

(-2.292) 

-0.950* 

(-1.666) 

-0.361 

(-1.525) 

间接效应 

FDI 
-6.421 

(-1.107) 

-11.749* 

(-1.813) 

-1.463** 

(-2.059) 

5.320 

(1.352) 

FDI2 
74.892* 

(1.708) 

258.958*** 

(2.729) 

59.538 

(0.248) 

-55.910**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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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 
0.613** 

(2.317) 

1.548 

(0.127) 

0.261 

(0.131) 

2.767 

(1.425) 

econo 
-0.649* 

(-1.721) 

0.541 

(0.524) 

-0.187 

(-0.180) 

-1.040** 

(-2.307) 

struct 
0.035 

(0.468) 

0.482 

(1.339) 

0.002 

(0.031) 

-0.463* 

(-1.855) 

factor 
-0.229** 

(-2.149) 

-0.093 

(-0.465) 

-0.279* 

(-1.750) 

-0.101 

(-0.956) 

govern 
-0.376 

(-0.398) 

1.293** 

(1.960) 

-0.083 

(-0.029) 

0.960 

(1.009) 

urban 
3.272* 

(1.802) 

-3.759* 

(-1.762) 

1.915 

(0.456) 

2.671** 

(2.056) 

总效应 

FDI 
-5.753** 

(-1.994) 

-11.407 

(-1.433) 

1.755 

(0.067) 

6.800* 

(1.791) 

FDI2 
67.878* 

(1.727) 

248.277** 

(2.523) 

42.390 

(0.169) 

-70.535** 

(-2.438) 

techn 
0.378 

(0.197) 

-3.660 

(-0.291) 

-0.006 

(-0.003) 

2.986* 

(1.629) 

econo 
-0.297 

(-0.507) 

1.050 

(1.009) 

-0.017 

(-0.016) 

—0.859* 

(-1.773) 

struct 
0.036 

(0.473) 

0.372 

(1.021) 

0.002 

(0.024) 

-0.362 

(-1.387) 

factor 
-0.067 

(-0.633) 

0.010 

(0.049) 

-0.129 

(-0.559) 

0.130 

(1.192) 

govern 
-0.329 

(-0.347) 

1.398 

(1.002) 

-0.503 

(-0.170) 

0.498 

(0.570) 

urban 
2.324 

(1.256) 

-5.393* 

(-1.712) 

0.966 

(0.217) 

2.309* 

(1.680) 

 

注：括号内为 t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 MATLAB2017a运行结果整理 

外商投资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长江经济带整体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促进作用逐渐递减。当环境规制强度不高于 0.931 时，外

商投资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 1.014，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 0.931 时，则外商投资系数不显著，外商投资绿色促进

作用有所减弱，与假设 3 存在一定偏离。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定位下，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强度整体较强，对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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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清洁筛选作用明显，可确保进入企业整体具有较强的绿色生产能力，外商投资“污染天堂”效应较弱。同时，长江经济

带地区差异显著，尽管下游地区已建立外商投资高效筛选机制，但中上游地区仍处于高速工业化阶段，使得长江经济带整体呈

现一定的粗放式发展特征。引进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不足以完全消化环境标准提升所带来的生产成本提升，加强环境规制一定

程度上会削弱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效率的带动效应，外商投资绿色质量有待提升。 

外商投资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上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具有加速抑制作用。当环境规制强度不高于 0.933 时，外商投资

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407，而当环境规制强度跨过 0.933时，外商投资系数则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1.524，跨过

环境规制临界值后，外商投资对上游地区绿色发展效率的抑制效应愈发强烈。上游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相对较低，外资进入的环

境准入门槛较低，难以有效识别外资企业的绿色性，在弱环境规制下引进的外资企业对上游地区绿色生产能力具有抑制效应。

一旦加大环境治理力度，则易形成强化环境管控预期，产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效应，外资企业可能进一步加大污染排放，

以规避更为严苛的环保标准，更加削弱上游地区绿色生产内生性[21]。 

外商投资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中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促进作用呈高速增强趋势。当环境规制强度不高于 0.686 时，外

商投资系数在 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1.689，而当高于 0.686时，外商投资系数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3.056，促进作用大幅

增强。中游地区城市正大力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化解重化工围江围城压力，环境治理力度大幅提升，环境规制的绿色外资

筛选机制调节效应良好。中游地区城市自身产业和科研基础较强，进一步加强环境治理力度，可激发中游地区城市绿色技术创

新动力，促进外资企业加大环保技术投资和应用力度。 

表 5环境规制约束下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门槛回归 

变量 整体城市 上游地区城市 中游地区城市 下游地区城市 

FDI_0 
1.014*** 

(0.320) 

-0.407* 

(0.230) 

1.689* 

(0.913) 

0.564 

(0.381) 

FDI_1 
0.546 

(0.340) 

-1.524* 

(0.851) 

3.056*** 

(0.751) 

1.625*** 

(0.448) 

techn 
-0.356 

(0.356) 

-5.311*** 

(1.907) 

0.044 

(0.378) 

-0.086 

(0.604) 

econo 
-0.281*** 

(0.047) 

-0.052 

(0.102) 

-0.215*** 

(0.080) 

-0.413*** 

(0.076) 

struct 
-0.001 

(0.004) 

-0.046 

(0.057) 

0.001 

(0.004) 

-0.078 

(0.049) 

factor 
0.109*** 

(0.015) 

0.126*** 

(0.032) 

0.141*** 

(0.025) 

0.124*** 

(0.025) 

govern 
-0.403*** 

(0.108) 

-0.217 

(0.148) 

-1.265*** 

(0.330) 

-1.314*** 

(0.291) 

urban 
-0.018 

(0.211) 

-1.253** 

(0.617) 

-0.383 

(0.448) 

0.628** 

(0.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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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 
3.229*** 

(0.379) 

1.304 

(0.810) 

2.672*** 

(0.636) 

4.520*** 

(0.638) 

F值 
14.56*** 

[0.000] 

11.66*** 

[0.000] 

19.68*** 

[0.000] 

12.40*** 

[0.000] 

R2 0.225 0.178 0.3001 0.422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中括号内为 p值；*、**、***分别表示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资料来源：根据 STATA15.1运行结果整理 

外商投资在环境规制约束下对下游地区城市绿色发展效率促进作用保持平稳加速趋势。当环境规制强度不高于 0.959 时，

外商投资系数不显著，而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门槛临界值时，外商投资系数则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 1.625，促进强度提升明

显。下游地区城市环境规制强度整体高于中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国际化程度较高，在强环境规制约束下进入的外资

企业绿色生产能力较强，但下游地区城市自身绿色发展能力较强，强环境规制带来的外资绿色促进作用不及中游地区明显。下

游地区城市外资企业具有资金和技术优势，进一步强化环境管控，外资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愈发强劲，对地区绿色生产能

力提升贡献相对增长幅度高于中游地区。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外商投资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一定的环境效应，与区域环境监管密切相关，对区域绿色生产能力影响显著。本文基于

2011—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10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从长江经济带整体及上中下游地区城市四个维度，深入探讨了外商投资对长

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并分析了在环境规制约束条件下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生产

能力的影响效应，得到如下研究结论： 

第一，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具有阶段性“倒 U 型”特征。初期外商投资依托生产技术优势对长江

经济带城市的生产效率提升程度超出环境废物生产速度，整体有利于增强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生产能力。随着内外资技术的趋

同，外资企业的环境废物增速超出生产技术改进速率，非期望产出增量超出期望产出增量，导致长江经济带城市生产能力下降。

在相对欠发达的上游地区和城市梯度差距显著的下游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但中游地区因强化化工治理过程以致外资环境负效

应并不突出。长江经济带外资企业质量有待提升，需巩固并增强绿色生产技术竞争优势。 

第二，外商投资在长江经济带存在交替的城市环境规制“逐底竞争”和“标尺竞争”溢出效应。长江经济带城市仍面临较

大的经济增长压力，中心城市获取优质外商投资可以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引起周边地区为争取外资而降低环境准入标准，造

成高污染外资企业进入和整体绿色生产能力削弱。随着外资环境问题凸显，周边城市外资环境监管力度加大，并引致实力较强

的外资企业加快推广应用绿色生产技术，周边城市绿色生产能力会恢复提升。上游地区的双重空间效应尤为明显，中游地区城

市的外资污染扩散效应较为突出，下游地区依托发达的联系网络，使外资环境溢出效应与“倒 U型”直接效应保持同步。 

第三，适度提升环境管控有利于发挥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正向促进作用。强化环境监管和环境治理

力度，可增强环境规制对进入长江经济带的外资企业的识别筛选作用，提升新进外资企业生产清洁度，并促进存量外资企业加

快绿色技术创新，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生产能力加速提升。中游地区和下游地区环境规制对外资企业的筛选门槛作用尤为

显著，强化环境约束可促进中下游地区城市外商投资的环境正效应加速提升，厚植长江经济带外部绿色发展力量。但上游地区

城市由于环境规制力度不足以对外资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有效影响，可能会形成环境规制强化预期，导致外资企业的环境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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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更为突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环境监管力度，提升外资质量。一是严守外资准入环境门槛，发挥环保筛选作用。在国家放宽外

资准入背景下，应将利用外资与长江经济带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有机结合，严格审核外资绿色生产标准，确保进入长江经济带的

外资企业具有强劲的绿色生产能力。二是强化对存量外资企业的环境治理力度，推行内外资一体化治理标准。对污染排放严重

的外资企业，应要求其制定绿色转型方案，逾期仍未达标的应征收高额环境税，直至强制其退出长江经济带乃至国内市场。要

强化外资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推动外资企业资金技术管理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绿色生产能力。三是注重外资监管政策差异性。根

据上中下游地区发展差距和产业发展实际，渐进有序推行外资环保监管政策，设立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基金，适度减轻中上游

地区环保财政负担，增强中上游地区执行外资环境政策与环境保护的资金供给。 

第二，推进绿色绩效考核标准，增强引进绿色外资积极性。一是大力推行绿色 GDP 考核，强化政绩考核的绿色度，摒弃唯

GDP导向政绩观，把考核指挥棒转向绿色 GDP，推动长江经济带城市引进外资从规模数量型扩张向质量效益型提升转变，根据产

业发展基础和生态环境状况，更多引进绿色技术密集型外资企业。二是增强环境质量在政绩考核体系中的指标权重。引导地方

政府投入更多资源至环保领域，积极引进环保清洁型外资企业，切实扭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政府间无序竞争行为，规避竞相

降低环保标准引进劣质外资的现象，确保引进外资对资源环境容量的消耗控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合理区间内。三是强化对地

方政府绿色政绩考核评估，进而设立若干典型绿色示范城市，给予财政转移支付倾斜，以强化“绿色政绩”考核结果运用，推

动绿色政绩考核制度在长江经济带精准落地，增强绿色引资的可持续性。 

第三，构建污染防控一体化机制，防止外资污染扩散转移。一是共建统一的外资环境信息网络，推动外资环境信息共享，

对下游地区淘汰落后的污染型外资企业，中上游地区可及时获取该类企业生产环境信息，防止外资企业利用信息不对称扩散转

移至中上游地区城市，利用中上游地区外资优惠政策延续生命周期。二是建立突发外资环境事件应急体系。推动周边城市和上

下游城市协同处理外资环境事件，以高效控制外资环境污染扩散，最大限度降低外资企业环境损害。三是编制长江经济带外资

环境准入清单。基于各城市产业基础、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与绿色发展重点，在国家《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和《外商投资准

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明确长江经济带各城市鼓励和限制禁止的外资行业，将有利于增强城市绿

色生产能力的行业列为鼓励类正面清单目录，将环境容量消耗较大、污染排放密集的行业列为限制禁止类负面清单目录，实现

防治外资企业污染与厚植外资绿色新动能有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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